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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网络舆情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虽然其最终被江西省网络信息管

理部门证实是一则虚假新闻，发帖者的目的也只是通过不实信息骗取点击量，但是如果从空间发展正

义性的视角来考察这一事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隐喻意义却不能被小觑。网民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扮

演着各色各样的社会角色，表现出不同的身份认同，但应该认识到“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角色扮演和社

会认同实际上是现实身份的人格复制与补偿”[1]。该舆情事件如洪水般的传播过程及其引起的舆论

“旋风”，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与公众情绪值得深思和反省。

一、“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事件的传播心理与社会心理

“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网帖是一则利用生活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繁华与落后悬殊极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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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虽然被证实是一则虚假新闻，但是从空间发展正义性的视角来考察

这一事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政治隐喻却是值得反思乃至警惕的：这一舆情事件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存在

着严重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政治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缺乏完善

的权利平衡机制，导致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不正义难以得到有效的弥合和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

于要在制度层面上遵循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平衡发展的正义观，设计出能够体现尊重不同空间里人们

的人身价值的确实可行的空间发展非正义性的补偿政策，以改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立甚至相互撕裂的现

状，并调整家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关系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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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明德、杨琳、李沙、史惠斌：《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分析》，〔西安〕《情

报杂志》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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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在春节探亲团圆的节点上点燃探讨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的舆论热点。虽然

这一网帖最终却被江西省网络信息管理部门证实为虚假内容，发帖者的目的只是通过不实信息骗取

点击量，但是我们依然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舆情事件是怎样引发公众广泛关

注的？它为什么能够迅速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该事件中，是什么触痛了公众的敏感情绪和心理？

这些敏感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哪些问题？

从舆情传播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可以把“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传播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网民发帖，自媒体跟进。2016年2月6日晚，网名为“想说又说不出口”的网友发表了名为《有点

想分手了……》的帖子。随后，转发不断、话题不断，衍生出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贫富差距以及婚嫁歧

视、出生歧视、风俗习惯歧视等热门话题，并很快火爆网络。第二阶段：主流媒体发声。2月13日，《人

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农村，说声爱你太沉重》；2月14日，光明网发布《“上海女”逃离：私域的爱情，

公域的乡愁》；新华网发布评论《嫌弃年夜饭的姑娘，你的问题是教养差目光短》。2月15日，上海《新

闻晨报》发表了对“上海女孩”行为表示理解的评论《放开那个“上海女孩”》。2月21日人民日报客户

端发表了题为《“上海女逃离”事件不能说明中国乡村全貌》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网信部门调查和

揭露真相阶段。2月17日开始，这起引发全国舆论热议的事件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新浪新闻中心

发布《上海女逃年饭是营销骗局？》的文章质疑称这可能是一起营销事件，此后网络上也开始质疑这起

事件的真实性。经过调查，国家网信办和江西省网信部门确认这是一条假消息。至此，这则引起天南

海北网民热议、各大新闻媒体高度关注的事件匆匆收场。从上述舆情传播的整个过程来看，“上海女

逃离江西农村”事件触及了公众关于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贫富差距以及婚嫁歧视、出生歧视、风俗习

惯歧视等现实生活中的敏感话题，而这些话题所指涉的核心语境就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平公正

问题。可以说，不管是空间发展方面事实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还是人们观念方面存在的歧视性的不

公平不公正，都是引发公众长期蓄积的不满情绪和敏感心理爆燃的导火索，而这则舆情恰恰提供了公

众在网络上发泄长期蓄积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契机；此时，舆情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所关注的

只是该话题引发的对于不公平不公正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愤怼。这是网络“后真相时代”舆情传播的典

型社会心理特征。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的猛烈传播具有一定的社会矛盾基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财富猛增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此次舆情事件通过

春节这个特殊的催化剂将亿万中国人关于贫富差距、地域歧视、阶层固化以及空间发展的非正义等等

矛盾不断发酵，最终引起了举国关注。“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舆情事件充分表现出现实生活中压

抑已久的社会矛盾“寻隙迸发”的民间不满情绪以及脆弱的社会心理。而这一建立在虚假新闻之上的

关于道德审判和舆论审判所反映出的社会心理、公众情绪以及当前社会所存在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不

正义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从社会情绪和心理层面来看，正如傅勒所言，“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

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人以行

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1]事实上，“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舆情事件被广泛关注和热议的根本

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与非公正性所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和失衡心理被激发而

表现出来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民意泄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观点，

人的‘缺失性需要与生长性需要’[2]若未获得满足，即使没有外部环境的刺激，也会使人诱发心理失

[1]〔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2]Abraham H. 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9,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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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1]，这是“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深层次的社会根结与民意表征。客观地来

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但是可资利用的发展资源

与发展禀赋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空间发展以及代际发展的公平正义性被严

重忽视乃至忽略。不可否认，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的现象。为此，

我们要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并剖析空间发展非正义的问题对我国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阻碍。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问题严重撕裂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发展，其撕裂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区域间的撕裂性发展、城乡间的撕裂性发展、城市空间极化及其撕

裂性发展、虚实空间的撕裂性发展、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空间分布的撕裂性发展、国内与国际的撕

裂性发展等等[2]。在本质上，上述几个方面的撕裂性发展所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撕裂性发展、部落

聚集与公共精神的撕裂性发展、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能力的撕裂性发展、资源需求与供给能力的撕裂

性发展、开放进步与落后闭塞的撕裂性发展。此外，在代际发展问题上，我国当前的发展已经严重挤

压了后代子孙的发展空间，透支了未来几代人的发展空间。从国家政策制定角度来说，导致上述结果

的原因在于国家优先发展政策而产生的抽水机式的集聚效应在空间上所形成的不平衡和不正义。由

此，本文主要从国家政策层面探讨空间发展的正义问题以及对于空间发展非正义的补偿问题。当然，

虽然自然禀赋空间分布的差异也不能被忽略，但是历史地来看，自然禀赋造成的差距并没有达到十分

悬殊的程度。因而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隐喻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空间发展的不正义？我们应该遵循空间发展的何种正义观？如何补偿空间发

展的非正义性？

二、“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隐喻的社会现实

曼纽尔·卡斯特说，“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3]。由此可见，空间融合了人们的社会

活动并由此而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空间正义思想的理论出发点，认为人类占有空间或重组空间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在一定

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生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空间关系和空间结构；在各生产要素当中，资本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通过与不同空间中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以及市场交换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新的生产关

系与社会空间，并同时制造了空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由此便造成了社会空间关系和结构的断裂。

社会空间关系和结构的断裂所造成的结果是：“在表象上，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别正越来越直接地

表现为所寄寓的空间差异；在后果上，空间资源分配和争夺的矛盾逐步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4]自

[1]李明德、杨琳、李沙、史惠斌：《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分析》，〔西安〕《情

报杂志》2017年第9期。

[2]“1990年以后，中国逐步加入到了超大规模的全球空间重组进程中，社会空间的急剧重建在改善居住环境、更新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失地农民’‘市民化融入’‘门禁社区’‘浙江村’等具有典型时代特

征的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空间同质化与空间异化等非正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空间正义已成为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现

象不可或缺的视角。”参见王志刚：《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当代建构》，〔北京〕《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3]〔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4]王志刚：《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当代建构》，〔北京〕《哲学研究》2017 年第 11 期。在该文中，作者认

为：“在上世纪70年代空间理论化的进程中，空间正义有其特殊的语境，它指涉城市乡村规划、建设等空间生产的过程

与结果应具有正义向度，社会成员能够相对自由、平等地享有空间权益，不受支配地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空间的

理想状态。在理念上，该范畴是对空间排斥、空间剥削与空间压迫的一种社会批判，旨在培育空间敏感性并激发城市社

会运动来抵制根植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的非正义现象，其实质是指向反抗空间霸权的正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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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苏贾（Edward W.Soja）、哈维（David Harvey）、史密斯

（Neil Smith）以及卡茨尼尔森（Ira Katz nelson）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思

想有益营养的基础之上，开始转向空间发展及其正义问题的研究。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他们发展了

空间作为静态的土地、场所和地理景观的自然属性的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1]，是生产关系

生产与再生产动态过程，因而空间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由此而形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并宣称

要实现理论话语的转向，即“从全球化的语言或社群主义的语言转到‘不平衡时空发展’或更简单一

点，即‘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语言”[2]。而对于空间正义内涵的理解，戴安科提出应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

层面上去理解理解：“其一是从静态来观察利益、资源在空间中的分配，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正义/不正

义。即正义/不正义的空间性，强调正义具有空间的维度。其二是从动态来观察空间的生产过程。空

间自身不仅是正义/不正义发生的场域，同时也生产和再生产着正义/不正义。即空间性的正义/不正

义这个视角强调的不是空间自身，而是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3]在此过程中，空间正义关注空间生产、

变迁的决策和分配机制，也就是说，空间正义不仅要求关注分配结果正义问题，也要求研究分配机制

和过程的正义问题。

就“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网络舆情事件的隐喻意义来说，不管它是事实还是谣言，其背后一定体

现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笔者认为，其民意表征为当前我国社会撕裂发展的现实状况在民

间意识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普遍民意的反映），其主要体现在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

系、文化关系等深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和不正义性。如果透过各种关系的表层现象去探

寻其本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4]，并具有自

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家庭以及居住空间等方面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社会激烈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上

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涉及社会个体“正常的私生活”被公众热炒，却反映出我们社会生活的不正常

性——以“上海女孩”与“江西男孩”为代表的生活在不同空间中的年轻一代对于传统家庭承认和认知

态度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冲突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社会激烈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然伦理实体的传统家庭面临解

体，市民社会把个人从传统家庭自然的亲密关系中揪出，从而使个体对于与自己密切相关且原本熟悉

的人身、地域和情感关系变得松散疏远。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年轻人，不管这顿年夜饭

有多么糟糕，都不足以导致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并最终选择分手。然而与理性或者说理智相反的

是，“上海女孩”恰恰就违背常理而选择逃离江西农村并与“江西男孩”分手。因此，这个假新闻刺痛了

社会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而被热炒了很长时间。其实，对于不满久抑心中的民众来说，这个事件的真假

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已经懒于去辨别真伪，只想利用这一舆情所绽开的隙缝去发泄自身的不满情绪和

心理。这表明：“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

产。”[5]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一舆情事件也表明“在现代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价值观从神圣转

向世俗、从普遍性转向个体性、从公共性转向私人，社会冲突的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6]。

[1]Lefebvre，H.，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 by D.Nicholson-Smith，Oxford UK＆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30.

[2]〔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1页。

[3]Mustafa Dike，“Justic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01(33), pp.1785-1805.
[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5]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6]王强：《民生正义论——对现代社会正义逻辑的反思》，〔北京〕《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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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舆情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刻社会现实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其至少反映了如下社会现实：

其一是城乡、地域发展失衡的社会现实问题。“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事件再一次从情感角度

告诉我们，我国当前城乡生活水平以及地域发展的落差足以阻隔年轻人的爱情和婚姻，并固化婚姻家

庭关系，使得“门当户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沉渣泛起，个人的选

择已经无法逾越社会生活实际以及空间发展差距所造成的无形的观念鸿沟。一方面，从城乡二元结

构所形成的历史原因方面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基于当时积弱积贫以及百废待兴的状况，

国家集中全国全社会的力量发展城市和工业，采取了以农村和农业反哺城市和工业的政策措施，由此

完成了保障国家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工业体系构建。而另一方面，从区域发展来说，由于东部沿海

地区尤其像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由于其历史基础、交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加上国家政策

的优惠等原因，这些地方较中西部发展得更快也更好。最终，这些因素导致了城乡经济与社会结构二

元分化的结果以及东中西部的发展失衡。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我国农村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文化设施等方

面，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社会生活仍然事实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像“上海

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事件所折射的潜在的爱情悲剧甚至更大的生活悲剧。事实上，即使“凤凰男”与

“孔雀女”能够确立婚姻家庭关系，在日后的家庭生活中也会烙下出生阶层的印记，并留下潜在的家庭

矛盾冲突的“隐患”。

其二是代际发展失衡，城乡阶层之间的代沟隔阂问题严重。在“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舆情

事件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上海女孩”还是“江西男孩”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他们被视为两个

象征符号：“上海女孩”被符号化为物质利益和城市繁华空间的代表，然而，它不只是爱情和城市繁华

的象征符号，也是爱情背后所隐藏的物质利益的象征符号，更是代表着城市文化和生活态度的象征符

号；而“江西男孩”也被化为了一个象征符号，它不再是仅仅代表男女爱情受害方，更是代表贫苦和落

后区域的生产关系、婚姻家庭结构以及生活习惯与习俗的象征符号。其实，对“江西男孩”或是对“上

海女孩”的评判都是这个舆情中的每一位发声人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在阶层的捍卫。确实，我们可以理

解，为“上海女孩”发声的群体是在尊重每个人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利，认为只要她没有损害他人的利

益，她有选择更好的物质生活和自己爱情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为“上海女孩”发声的人在

捍卫自己已取得的各项生活资本的同时，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他人，乃至忽略他人的合理需

求。“江西男孩”依靠自己的努力跻身都市，选择自己的未来和爱情，应该说，他所代表的贫苦和落后区

域的生产关系、婚姻家庭结构以及生活习惯与习俗及其背后所承载着的对于“江西农村”的乡愁和乡

念，在当今社会应该得到尊重；而对于他追求美好未来和爱情的尊严和权利，在当今社会也应该得到

尊重。事实上，这是一个无解的两难选择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城乡阶层代际隔阂问题积重难返。政府

必须为此问题的解决付出努力。如果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将严重威胁我国公民的现实人权。

其三是阶层关系发展失衡，它反映出我国社会转型期阶层固化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困难的社会

现实与问题。“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舆情事件，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中国社会转型期

的阶层固化[1]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江西男孩”一路走过来的艰辛：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从

[1]笔者认为，阶层固化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同一社会阶层内部一致性和阶层认同增强，这尤其表现在阶层内部

形成了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不同阶层之间社会资源占有差异性增大，阶层隔阂日益明晰。二是阶层

之间的垂直流动开始减缓，尤其是上升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社会上层越来越封闭，对社会中下层的排斥性增强。

三是在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得到强化，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一些制度设置阻

碍了合理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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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一个贫苦农村奋斗到繁华的大城市上海，然而面对他的爱情现实却是连上海一个“相貌普通”

的女孩都嫌弃他的出身、故土与亲人。这就鲜活地告诉人们：一个来自贫苦农村的即使很优秀的“江

西男孩”也抵不过大城市出身的身份，此时才华与出身、爱情亲情与物质利益孰轻孰重，已经不言自

明。这充分表明：“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

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1]因此，即便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有机会改变身份、离开贫穷

的乡土，实现个人意义上的命运逆袭，但只要还保留着和出生的家庭和乡村社会空间的血肉关联，那

份深入骨髓的渺小和身份的认同，就会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家庭出身

与社会关系潜在地产生着无法摆脱的歧视和宿命。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一个健康美好的社会

里，国家与政府应该提供既能够满足个体也能够实现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政策空间与制度空间。这

是阶层顺畅流动的重要保障，也是整个社会保持活力和长治久安秩序的基础。

三、“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网络舆情隐喻的空间发展不正义的根源

“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一舆情折射出我国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的社会现实，它不仅表现出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失衡，也表现出代际所体现的现实空间与未来空间之间发展失衡，更表现出以

阶层关系为代表的社会空间的发展失衡。本质上看，“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这则网络舆情事件，反映

的是在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实现其人生观争夺有限资源而产生的冲

突”[2]。事实上，不管是对于舆情中的“上海女孩”还是“江西男孩”来说，甚至“对每一个这样的个体来

说，出身、天赋、教育、命运、能力、志趣、环境……都可能决定他们将离开哪里，走向哪里”[3]。因而，正

如福柯所指出的，“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4]。就空间是人类

“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来说，人们无法选择自身生活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历史背景，但是就“空

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这一点来说，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最主要的行使者，其权力行使的强弱和公

共政策的重心偏移直接决定着地方政府的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这也是地方政府获取发展资源和机

会最重要的政治庇护。这样，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阶层差距的拉大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必然。

在我国，虽然政府已经认识到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的问题，但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我国仍然

缺乏弥合和控制不同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的制度设计，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文化资

本之间的鸿沟早已经印在我国社会空间发展差异的方方面面。

首先，在空间发展中，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资本直接造成了空间失衡和非正义。从表现在城

乡二元结构关系上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方面来看，近几十年来，城乡分割制度导致了资源的不均

衡分配，在层层分割壁垒之下，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鸿沟越拉越大。由于权力庇护和

政策倾斜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福利和特权，城市或城市居民代表着特定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政治加

剧了城乡劳动市场、行业劳动准入的分割。就城乡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影响来看，制度分割不

仅打破了分工所依赖的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关系，而且进一步消解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心理，其结果就是

造成依附在城乡户籍身份上的社会福利与教育条件等方面的社会心理歧视，这进一步抑制了城乡移

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在一个‘同质化’政治预设的社会中，身份政治是民生正义的前提，但政治身

[1]追风：《知识分子回乡为何爱“唱衰”：农村真的衰败了么？》. http：//m. the 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429643？
from=single message & is app in stalled=0，2016-02-15/2016-2-24。

[2]慈继伟：《虚无主义与伦理多元化》，〔北京〕《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

[3]秦珍子：《没错，他们就是我的城市》，〔北京〕《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29日。

[4]转引自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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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名义下的公民应得体现在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之中，对社会财富分享从私人转化为社会普遍化状

态”[1]，也就是说，在当前以户籍身份为核心表征的身份政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在不同地

域不同空间里生活着的公民是不可能实现共享发展的正义目标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阶层之间的

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鸿沟越拉越大，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城乡歧视、区

域歧视、就业歧视、婚姻歧视等。“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舆情正是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汇集了

各方矛盾点，从而引发如海浪般的舆论讨论。

其次，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发展中，以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政策制定为中心的政治资本加剧了空间发

展的不均衡与不正义。从政治因素来看，“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舆情事件所引发的关于社会不正义

的热议也体现在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地域差异上。除地方政府的发展能力外，中央政府

在诸如权力分配、资源配置、政策优惠等方面的政治权衡与偏好以及央地关系等均能影响不同区域空

间的发展效果。改革开放之初，基于风险与阻力的综合权衡，中央政府制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施政

策略。显然，这是一条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的路径，但是这也意味着政府将面临高额的试错成

本。沿海区域由于历史基础、资源和区位等优势，成了中央诸多改革试验区，在政治上和政策上得到

了极大的优惠。而这样的制度设计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结果，正是造成东中西部空间发展不平衡

不正义最重要的政治原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考察，由于“马太效应”影响，经济优势与政治话语优

势也会影响到东中西部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其结果必然是各种资源向东部地区倾斜。而中西部

地区的地方政府发展职能的实现往往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权力约束，这时政府本身就成了发展的障

碍，或者说是贫困的基本根源了，其结果是产生了东中西部在空间发展上的更大差距，并最终导致了

东中西部在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不正义。

最后，在空间发展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均衡带来了阶层分化的失衡和不正义。法国社会

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将文化资本引入阶层分析，认为文化资本导致了社会等级的延续和再生产[2]。

历史性地来看，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实现阶层跃升的流通

渠道都是极为狭窄的，阶层向上流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最可能的还是从事父辈的职业、走父

辈走过的路。因此，从价值观念形成的阶级基础来说，要使人们一下子摆脱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比较难

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价值观念的差距，必然会导致阶层差距及地区差距越来越大。这样，

“在世俗时代，价值观的差异已不再是道德冲突的焦点，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趋于一致，而是因

为人们的价值观已不再具有形而上的认知基础及其差异性样态，从而不足以形成无法调和的道德冲

突”[3]。此时，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价值观念就成了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由此反映社会正义的

道德价值也就必然会蜕化为“物的价值”。于是，社会正义的分配此时就沦为对“物的分配”，由此，从

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看，“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

般的不公正”[4]，也就是说，此时社会不公正在价值观念上已经转变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不公正，因而是

“一般的不公正”。此外，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城乡分化上，而且还表现在阶层分

化、地域分化上。在中国，阶层之间的差距，不仅跨越了时间上的代际限制而且也跨越了空间上的地

理环境限制而留在了中国的传统之中。这样，我们就自然可以理解“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假新闻

能够引起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热议和强烈反响的原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江西男孩”想娶“上海女

孩”确实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阶层分化、地域分化的鸿沟不是“上海女孩”一句简单的“我愿意”就可

[1][3]王强：《民生正义论——对现代社会正义逻辑的反思》，〔北京〕《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2]参见〔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77



论“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网络舆情的政治隐喻

2018/3 江苏社会科学· ·

以轻易抚平的。即使“上海女孩”愿意留在江西农村或接受江西农村，这中间要经历的矛盾与挣扎也

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的生活习惯抑或生活观念都不是那么容易克服和改变的。除了反映阶层

差距以及地区发展差异以外，“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还体现出我国现阶段的阶层固化问题。阶

层固化导致社会公正被私人的福祉和富足所替代，而且这种“一般的不公正”是可以遗传的，甚至随着

代际传承而愈加强化，这是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不断加剧或加强在自然发展状态下的普遍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人们的广泛

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当下的城乡分化、阶级分化、地域分化所造成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

义。而解决问题主要应依靠在国家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基础之上调整人们的基本权利和经济利益，

而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禀赋去调节，事实上“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

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1]。那么，从国家制度设计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我们应

该遵循什么样的空间发展正义观？如何补偿空间发展的非正义性呢？

四、“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隐喻的空间发展问题的正义补偿

在制度层面上，要设计能够体现尊重不同空间里人们人身价值的政策补偿制度，增强“人与人之

间的价值承认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共识”，改变“一部分人的‘获得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失落

感’甚至是‘被剥夺感’基础上”的社会不正义，改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立甚至相互撕裂的现状，调整

家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关系和结构，遵循不同空间中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平衡发展的

正义观，制定切实可行的空间发展非正义性的补偿政策。为此，本文拟借鉴吴忠民教授在《普惠性公

正与差异性公正的平衡发展逻辑》一文中的相关概念和观点，进一步阐释这一问题。

在《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的平衡发展逻辑》一文中，吴忠明教授认为，普惠性公正是基于“追

求人的尊严基本生存底线的平等对待”，而差异性公正则是基于“追求人的多样化需求的自由发展”。

前者侧重于社会成员所应当具有的“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和平等权利；后者则侧重于人的多样

性发展，是不同人对于自己自由生活和自由发展空间的追求与满足。二者拟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不同

的侧重点：普惠性公正主要解决平等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问题，而差异性公正主要解决社会成员自

由发展的问题，也即，解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需求以及多样化的自由发展空间能够得到保护”以及

“每个社会成员的发展潜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2]的问题。笔者认为，保护个体人的差异性固然重

要，但是，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社会财富得到了巨大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现在正向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奋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3]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社会

发展的不平衡性，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补短板、强弱项，同时

[1]〔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2]吴忠民：《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的平衡发展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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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精准脱贫的攻坚战，以期最终实现以普惠性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全面小康社

会的终极目标。

吴忠明教授同时认为，在社会功能发挥上，普惠性公正和差异性公正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普惠

性公正社会功能的重心在于，促进社会整合及社会安全，拉动消费内需以及开发社会整体化的潜能；

而差异性公正社会功能的重心则在于，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形成丰富多彩充满张力的社会

以及给人的个体化发展以希望和前景。这样，普惠性公正和差异性公正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推动着现

代文明的不断进步。显然，只有在普惠性公正和差异性公正同时存在，并且两者间保持合理平衡的条

件下，方能使一个社会既保持团结整合的局面，又能使社会各群体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1]为此，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

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这表明

在实践中，我们要把握好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合理的“度”，既坚持人人尽责又保证人人享有，既

坚守底线又突出重点，既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有效实现二者的平衡

发展，不可偏离任何一端。偏离了任何一端，“都会导致社会公正‘过犹不及’现象的发生，使社会发展

过程陷入失衡与震荡之中”，同时，“社会公正问题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威胁’”[3]双重压力彼此助长，

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受阻。由此，我们看到，“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网络舆情事件所

隐喻的正是我们国家在空间正义方面偏重了差异性公正而忽视普惠性公正所导致的发展失衡和社会

情绪震荡。而要消除由空间发展不平衡不正义问题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应该从制度

设计和政策制定两个方面对不同空间的发展予以补偿。

在不同空间发展正义补偿方面，首先要在价值层面上消除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城市与城

市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存在的空间歧视，宣扬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存在差距的

承认和尊重的理念。“不承认或者错误承认……可能是一种压迫形式，它将人们禁锢在一种虚假、扭

曲、简化的生存方式之中。它不只缺乏尊重，还能造成严重伤害，使得人们产生极强的自我憎恨情

绪。应有的承认不只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类需要。”[4]因此，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认知

心理上努力消除人们的仇富仇官以及嫌贫爱富、好逸恶劳等心理和情绪，引导人们理性看待不同空间

发展的不平衡不正义问题，避免人们的歧视情绪乃至侮辱行为的发生。这种心理、情绪和行为对人们

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是有害的，因为“它损害了这些人（这些人指被歧视被侮辱的人。

笔者注）对自身的肯定理解，而这种理解是通过主体间的方式获得的”[5]。因此，必须努力消除阶层之

间的歧视，以公平、包容、开放的心态扫除限制不同空间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给予发展落后空间的人们

更多的机会与补偿。同时，还要打破社会隔阂，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社会

关系的建立伴随着森严的壁垒时，阶级的分化不可能不造成对平等原则的侵蚀，不可能不加大不同群

体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因此，应当针对不同空间发展的差异性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两个方面给予

落后地区以补偿，调整以往治理决策和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公正的做法，在公共设施、交通、医疗、教育、

[1][3]吴忠民：《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的平衡发展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
页。

[4]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 and‘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
[5]转引自〔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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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等方面向落后地区倾斜，改变以往牺牲落后地区空间利益的做法。除此之外，还要制定保障

社会公平的政策和打通向上层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层并逐步

定型化，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现象，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

群体内部[1]。然而，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是一个社会各阶层能够互相流动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努

力做到“打破阶层之间机会结构的锁闭状态，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使个人能充分发挥能力，感受到自

己的价值所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实现向上流动，这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条

件”[2]。在这方面，“政府和社会在资源的提供和分享上必须给予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机会和权

利，打破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和不同资源配置制度”[3]。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中，农民的阶层流动受到的制约因素特别多，“除了自身的人力资本外，固有的体制和结构因素都是他

们向上流动的制约因素和障碍”[4]，所以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为此，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

中，我们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当前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打通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渠道。最

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义务，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节补偿不同区域

的发展差异。在顶层设计上，中央政府应遵循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均等发展的原则，针对地区差

异重新规划协调性机制，在权力配置、职责分担、发展力度及重点等方面给予空间发展不充分的地域

以更大的优惠。同时，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设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以激发空间发

展不充分地域的政府能力，协调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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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a Public Opinion Event on the Interne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Justice

Yang Rongjun
Abstract: Although the news that“a woman from Shanghai fled from the countryside of Jiangxi Prov⁃

ince”proves to be false, the political metaphor behind it is thought-provoking and even alar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justice: such a public opinion event shows that severe imbalance and injustice in spa⁃
tial development exists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ause for that lies in the lack of a right balancing
mechanism in China’s institutional designing and policy making, for which imbalance and injustice in spa⁃
tial development fails to be compensated and controlled effectively.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at prob⁃
lem i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universal justice and divergent justice and design a sensible compensating
policy for injustice to show respect for personal value of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spa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opposition and split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adjust relations and structures in family, econ⁃
omy,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Keywords: spatial justice; public opinion event; political metaphor; universal justice; divergent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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